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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研究
——基于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视角

周泽将,  刘    瑾,  雷    玲
（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作为新型税收征管方式，纳税信用评级旨在通过守信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自觉诚

信纳税，其对避税能否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值得探究。本文以企业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为切

入点，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能够有效发挥避税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当集团母公司纳税信

用等级被评定为A级后，其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显著降低。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

评级主要通过为企业提供优惠便利并提升企业声誉风险来发挥避税治理效应。异质性检验显

示，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低、行业经济地位低、产品独特性高的样本组中，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

治理效应更为明显。文章深化了纳税信用评级改善企业税收遵从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税务机

关针对集团公司有的放矢地开展反避税防控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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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长久以来，中国企业避税问题频发，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单就转让定价这一项避税行为而

言，国家税务总局查补的税款损失金额就从2006年的6.79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646.34亿元①，

可见整体避税规模相当庞大。如此严重的税收流失不仅危害到政府财政收入安全，影响国家税

收秩序，而且还会恶化市场竞争环境，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冯晨等，2023c）。事实上，由于

避税处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税务机关难以单方面认定企业避税行为和金额，并采取

强制手段迫使企业补缴税款，而主要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对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不合理的

商业安排进行纳税调整（翁武耀，2015）。纵然国家实施稽查管理方式改革、征管信息化建设、国

地税机构合并等一系列税收征管体制变革后，税务监管能力得到了长足进步，逃税问题有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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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但企业避税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王宇等，2022）。
顺应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7月出台了《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将企业纳税信用从高到低评定为A、B、C、D四个等级，对于不同级别的企业实施分

类管理并给予奖惩措施。其中激励措施主要面向税收遵从度高的A级企业，而非A级企业不仅

会受到不同严格程度的纳税管理，其税务违规情况严重时还将面临联合惩戒。具体而言，税务

机关与相关部门实行纳税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对A级企业在税收、融资、进出口、项目审批等十

八个领域开展联合激励，形成了纳税与激励共存的互惠关系。然而，强制性税收征管模式下，企

业迫于政府权威被动履行纳税义务（周泽将和丁晓娟，2023），甚至为谋求利益铤而走险进行避

税。税务机关事后针对涉税风险高的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反避税调查等征收活动查处税务违法

违规行为，虽然能够起到威慑作用，但企业主动服从性较差（孙雪娇等，2019）。区别于此，纳税

信用评级通过激励措施引导企业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展现了治理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

性（蒋建湘和李沫，2013），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了补充作用。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

税收征管实践中，纳税信用评级能否有效发挥避税治理效应？

进一步地，审慎寻找合适的视角来考察企业避税是开展分析检验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通常将研究重心放在个体企业的税收遵从上，因而可能低估企业整体避税程度（冯晨

等，2023a）。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本文从集团母公司设立低税

率异地子公司的视角展开探讨。集团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有力支柱，是市场主体的关键少数和

国家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其拥有错综复杂的公司网络和内部关联市场，能够利用隐秘

的手段进行税收筹划，因此也是避税问题多发群体（冯晨等，2023b）。当前，在境内外低税率地

区设立异地子公司逐渐演化为集团公司避税的重要方式（陈冬和董新颖，2019），而中国特殊的

地理、制度环境为集团公司在一国之内从事避税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国家针对特定地区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导致省际所得税税率产生明显差异。同时，地

方政府税收执法力度的迥异（陈晓光，2016），也为集团公司利用税率差异进行避税提供了空

间。另一方面，行政制度和地缘因素共同加剧了税务机关监管集团公司的难度。现行税收会计

制度要求集团内母子公司分别单独申报纳税，而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采用属地管理原则，加上异

地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母子公司间的地理距离增加，导致各地区间的涉税信息共享受到

阻碍，税务机关难以对集团公司开展统一监管。由此可见，集团公司涉税风险高、税务监管难度

大，系统探究纳税信用评级对集团公司避税的影响对于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纳税信用评级的

避税治理效应存在与否。研究发现，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被评定为A级后，其设立低税率

异地子公司的比例明显下降，验证了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

示，纳税信用评级之所以能够发挥避税治理效应，是因为给予了企业优惠便利并提升了企业声

誉风险。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低、行业经济地位低和产品独特性高的样本组

中，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更容易得到凸显。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如下。第一，从企业具体避税形式的视角拓展了纳

税信用评级的经济后果研究。既有文献在探讨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时（郭玲，2022；
韩凤芹和张志强，2023；王三法和钟廷勇，2023），多侧重于考察避税结果，却没有深入剖析具体

的避税形式，而明晰企业避税的行为策略对于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聚

焦于企业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这一避税形式，为理解纳税信用评级治理企业避税的问题提

供了更为清晰的经验证据。

第二，从柔性税收征管的角度丰富了集团公司避税治理的有关研究。尽管部分学者关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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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政策对集团公司避税的影响（Muthitacharoen和Samphantharak，2020），但是他们所研

究的税收征管政策属于强制性税收征管范畴，且在中国情境下，相关结论并不支持税收征管政

策对集团公司避税的治理效应（冯晨等，2023b，2024）。与之不同的是，本文重在关注柔性税收

征管，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对于集团公司避税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

集团公司避税治理的影响因素，而且有助于深化社会各界对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实施效果的

认识。

第三，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反避税监管政策提供了有益思路。本文在检验纳税信用评级与集

团公司避税关系的基础上，发现给予企业优惠便利和提升声誉风险是纳税信用评级发挥避税

治理效应的两种主要路径。从这一结论来看，相关部门在制定反避税监管政策时可以将企业与

其关联方视作整体，从多方面来甄别企业避税行为，同时辅以适当的激励措施，促进企业自觉

遵从纳税规范，并加强对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力度，增强政策影响力。 

二、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制度背景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中国政府创新税收治理方式的有益尝试，旨在运用守信激励机制促

进企业诚信自律，提高税收遵从度。现行纳税信用评级制度要求，税务机关根据所采集的税务

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对所有纳税企业进行考评打分。其中，税务内部信息反映企业的纳税依据

和避税疑点，外部信息则显示企业总体信用状况并用以核实企业提供给各政府部门的信息是

否一致。税务机关每年4月根据考评打分评定上一年度的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并在国家税务总

局和信用中国官网公布纳税信用A级企业名单，而除A级之外的其他信用等级暂不主动对外披

露。评级结果公布后，税务机关每月还会根据相关信息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动态调整。国家税

务总局历经多次修改完善，逐步建立了涵盖信息采集、等级评价、动态调整、结果应用、异议处

理、信用修复等全环节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纵观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

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探索期。国家税务总局于2003年7月发布《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

法》通知，但由于存在奖惩力度不足、信息化建设不完善等局限性因素（李林木等，2020），该制

度未能引起广泛影响，其作用效果明显不佳。第二阶段是初步建设期。2014年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建立了更加科学完

善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在此阶段该制度促进企业诚信纳税的作用初步显现。第三阶段是发展

完善期。2016年29个部委共同对A级企业实行联合激励，有效的守信激励机制明显提升了企业

对该制度的重视程度。第四阶段是深化规范期。随着纳税信用评级结果的应用场景向多领域拓

展，优质纳税信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失信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处处受限，其期望改善自身信用

状况，减少信用损失。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于2019年11月发布纳税信用修复相关公告，帮助企业

主动纠正税务违规行为。本文统计了2014—2020年全国纳税信用A级企业数量和占比情况，如

图1所示，A级企业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占比情况虽然因税务机关扩大参与评级的企业范

围以及增设新的评级等级而于2017年度出现大幅下滑①，但此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快。根据上述

分析可以发现，该制度赢得了广大纳税人的认可，具有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①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开展上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工作时，将新设立企业、全年没有营业收入以及适用所得税核定征收的企业纳入评级
管理范畴，并为其增设新的评价等级——M级，其代表的信用等级虽低于B级，但仍享受一定优惠激励。截至2018年6月底，扩围后的全国纳税
信用评价户数由2017年的882万户增加至2018年的2 388万户，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经此次完善后基本实现了对企业纳税人的全覆盖。因此，
2017年度A级企业数量虽然得到明显提升，但由于新增纳税信用等级以及参与评价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2017年度A级企业占比情况却出现
大幅下滑。资料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8-07/04/content_53035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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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在信息共享方面，国家税务总局

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纳税信用管理平台，能够对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归集分析。这有助于打破地

区间涉税信息沟通壁垒，强化税务机关对集团公司的监管力度。第二，在信用评价方面，评价指

标科学统一，评价方式客观公正，能够切实反映纳税企业的主观诚信态度和遵从能力。这有助

于维护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增强企业对该制度的认可，督促其转变纳税意

识。第三，在结果应用方面，税务机关蓄力拓展纳税信用评级的应用范围，守信激励机制运用得

当。这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规范自身纳税活动的积极性，提升税收遵从度，在社会范围内形成

诚信纳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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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20年度纳税信用A级企业数量和占比趋势图

 

（二）文献回顾

1.集团公司避税现象及其影响

近年来，以集团形式出现的企业大规模避税现象在国内外屡见不鲜（Coppola等，2021；
Tørsløv等，2023），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既有文献就上述问题开展研究时多侧重于国际

视角，主要考察了集团公司跨境避税的行为动机和手段策略（Dischinger和Riedel，2011；
Zucman，2013）。Kim等（2011）认为，国家间税率的非均衡分布促使跨国企业在低税率国家设

立分支机构并实施避税。不过，涉税信息交换协议和税收事先裁定能够很好地抑制跨境避税问

题（Diller和Lorenz，2017；Huesecken和Overesch，2019）。在国际反避税政策深入实施的背景下，

跨境避税面临的风险和成本不断攀升（Dyreng等，2013），企业转而在一国之内寻求税收筹划机

会。中国学者也逐渐关注到这一现象，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发现中国省际明显的税率差异为

集团公司跨省避税提供了可能。企业可以在低税率地区设立异地子公司使内部市场间形成“税
收洼地”（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通过将利润转移至税率较低的子公司来减少纳税支出（冯晨

等，2023c），同时将成本费用转移至税率较高的母公司形成税盾收益（冯晨等，2023a）。尽管部

分学者尝试探讨了集团公司跨省避税的治理机制，但冯晨等（2023b）发现，提升税收稽查力度

虽然能够改善当地企业的避税问题，却诱发了集团整体避税动机。为弥补母公司因税收稽查而

补缴的税款，集团公司会将利润转移至不受影响的子公司（冯晨等，2024），这导致税收稽查的

政策效应被大幅削弱。

2.税收征管政策的避税治理效应

现行的税收征管政策大致可分为强制性税收征管政策和柔性税收征管政策两类。前者以

较为严格的执法力度和较为标准的执法流程为特征，对企业形成了有效威慑和约束（Dubin等，

1990），长期以来在甄别避税嫌疑、压缩避税空间、抑制避税行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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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wood等，2012；张克中等，2020）。然而，此类税收征管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治理时

效性不足、纳税人自觉服从意识较差等（蒋建湘和李沫，2013），这也是为何前文所提及的税收

稽查政策在应对复杂隐匿的集团公司避税时，会出现治理效果明显欠佳的重要原因。现阶段，

税收征管理念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逐步从单纯的遏制逃税转向提升纳税人自愿遵从度和满意

度（樊勇和李昊楠，2020）。柔性税收征管政策恰与上述理念相契合，其政策效应并非通过国家

强制执行力实现，而是依靠于完善的激励措施来引导被监管主体自发地遵守纳税义务（孙雪娇

等，2019），对强制性税收征管政策形成了有益补充。而纳税信用评级作为柔性税收征管政策的

核心体现，具有明显的守信激励特征（Yu和Fang，2022），为纳税遵从企业带来了红利，被学术

界视为一种有效的避税治理机制（李林木等，2020）。已有文献以会税差异和实际税负为基础进

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陶东杰等，2019；李建军和范源源，2020），其结果一致表明纳税信用评级

有助于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此外，纳税信用评级还能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郭玲，2022），但对

于流转税和增值税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上述回顾可知，尽管探讨集团公司避税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在中国情境下，如何有效

治理集团公司利用省际税率差异进行避税的问题，却很少被学者们关注。强制性税收征管因其

固有的局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善集团公司避税，而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税收征管

方式，在促进企业转变纳税观念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对于避税问题展现出了良好治理成效，这

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于企业而言，税款缴纳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流出和可支配资金的减少。根据中国现行

25%的所得税税率计算，企业要向政府缴纳四分之一的税前利润，为了增加留存收益，企业会

寻求各种方法进行避税。相较于一般企业，集团公司因其庞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利润水平，往往

展现出更为强烈的避税动机（冯晨等，2023c）。当然，企业避税决策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做

出的（Allingham和Sandmo，1972），若避税所带来的预期成本明显高于预期收益，企业自然倾

向于减少避税。不同于强制性税收征管只惩戒税收违法者，纳税信用评级实行守信激励机制，

既使得企业从税收遵从中获益，激励其自觉诚信纳税，又能够提升企业纳税声誉，强化其所面

临的外部监督，对企业避税形成有效制约，在上述治理作用的共同影响下，企业避税成本显著

提升。因此，纳税信用评级可能是治理企业避税的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纳税信用评级能够为企业日常经营提供资金和非资金形式的优惠便

利，切实给纳税遵从企业带来经济收益。从资金激励的角度来看，税务机关实施融资授信制度，

与银行共享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并将A级纳税信用等级视为企业优良信用记录纳入金融信用

信息基础数据库，这使得银行信息搜寻成本下降，信贷审批流程得以简化（杨龙见等，2021）。因
而，银行会更倾向于为A级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便捷通道，使其在短时间内获得经营所需资金，

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非资金激励的角度来看，鉴于纳税信用评级的政府鉴证和背书作用

（陶春华等，2021），A级纳税信用等级充分证明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性，有助于增强外

部合作者对企业的信任和可靠预期（Wang等，2022），使得商业合作成功率提升，因此A级企业

缔约时无须在谈判和协商方面耗费大量资源，企业交易成本得以下降。总体而言，纳税信用评

级为守信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利益激励，这无疑强化了企业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动力。另一方

面，A级纳税信用等级为企业带来的良好纳税声誉，是其获得诸多优惠便利的原因所在，但与

此同时，A级企业也会备受社会各界关注（Luo和Guo，2023），面临的外部监督日趋严格，媒体

公众亦对其抱有更高的道德预期。那么，一旦A级企业被发现存在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市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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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产生强烈的负面反应（Hanlon和Slemrod，2009），声誉损毁程度更为严重。因此，迫于避税

行为可能引致的声誉风险，A级企业会约束自身行为，降低避税程度。

进一步而言，纳税信用评级可以长期稳定地发挥上述治理作用，形成长效机制。从管理模

式来看，税务机关不仅会每年评定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而且会按月进行动态调整，并据此改变

为企业提供的优惠服务和管理措施。这意味着A级企业面临持续的监管压力，若想在一年之中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保留A级纳税信用等级，以持久获得优惠便利，则需长期遵从税收规范，并

向税务机关和有关政府部门披露充足、准确且一致的高质量内部信息，从而减少评级偏差。如

果A级企业激进避税，则会破坏企业信息环境（Chow等，2023），导致信息披露质量下降

（Balakrishnan等，2019），进而影响到税务机关对企业纳税信用的评价。

综上，A级企业对于避税决策会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为持续获得纳税信用评级带来的优

惠便利，并减少避税行为引致的声誉风险，A级企业可能主动降低避税程度，其利用税率差异

在母子公司间进行税收筹划的需求下降，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随之减少，从而形成守

信和激励良性互动的循环发展机制。依循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纳税信用评级能够发挥避税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被评定

为A级后，其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显著降低。 

四、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21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①，为减少数据偏误，剔除

了经营状态异常（ST和PT类）、金融行业和相关指标存在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最终获得15 667个
有效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此外，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分位的缩尾处理。数据来源方面，本文所使用的纳税信用评级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

站，母公司所得税适用税率来自万得数据库，其他公司层面有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

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宏观层面数据则源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其

中，上市公司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的指标系手工整理得到，所使用的上市公司下属子公

司地理分布和税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的上市公司子公司联营合营情况表，具体包括子

公司注册地、子公司名称、子公司所得税适用税率等数据。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

Di f f subi,t = β0+β1Taxcrediti,t−1+α1Controlst−1+λi+µt +ηp,t +δz,t +εi,t （1）

其中，下标i、t、p、z分别表示上市公司、年份、省份、行业；Diffsub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避税；

Taxcred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纳税信用评级；Controls则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μt、ηp,t、δz,t分别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此外，对所有

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进行了企业层面的聚类调整。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避税（Diffsub）。参考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的研究，以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数量与其母

公司下属子公司总数的比值度量，该值越大，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其中，异地子公司是指子

公司注册地与母公司不在同一省份。若异地子公司所得税适用税率低于母公司适用税率，则判

 ①鉴于2014年改革后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开始于每年4月份评定上一年度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并向
社会公布A级企业名单，因此纳税信用评级的公布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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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现有研究揭示了，企业避税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通过在低税率地区设立

异地子公司进行税收筹划（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具体而言，企业会利用母子公司税率差异

开展内部交易来调整利润的空间分布，通过各种利益操纵手段将来自高税率地区的利润转移

到低税率地区，从而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因此，设立更多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企业，往往表现出

更为强烈的避税倾向。相应地，企业避税程度下降也会使得其下属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减少

（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
2.核心解释变量

纳税信用评级（Taxcredit）。以上年度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是否为A级度量，若是则说

明企业受到纳税信用评级的激励，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之所以对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是因为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公示存在时滞性，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开始于每年4月份评定上一年

度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布A级企业名单。以2014年为例，该年度企业纳税信用评级

主要影响2015年的企业避税决策。

3.中介变量

优惠便利（SA/Cost）。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纳税信用评级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交易成

本为A级企业提供优惠便利，从而实现避税治理效应。为实证检验这一机制的存在性，本文分

别构造了变量SA和变量Cost对企业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进行测度。具体而言，依据Hadlock和
Pierce（2010）的方法，以SA指数的绝对值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SA）程度，详细的计算公式为

|−0.737×Size+0.043×Size2−0.04×Age|①，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峻。企业交

易成本（Cost）则使用商业信用净额进行测度，计算方法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期末资产总额，该值越大意味着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有利，其

交易成本越低。选取这种度量方式的原因在于，经济循环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会因商业信用

的存在而得到缩减（刘凤委等，2009）。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商业信用安排的差异也映射了交易

双方之间的信任水平（陈欣等，2023），彼此越不信任，进行交易时越倾向于寻求更多保障来维

护自身利益。A级纳税信用等级彰显了企业良好的信用状况和道德规范，因而A级企业在缔结

商业契约时，不必再为获取合作伙伴的信任而提供过多交易保障，譬如，提前支付货款、开展更

多赊销交易、延长客户还款期限等。综上，若纳税信用评级确实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企业被评

为A级后，将获得更为有利的商业信用。

声誉风险（Risk）。借鉴吕伟等（2011）的研究，以网络搜索指数来测度企业声誉风险的变

化，该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具体计算方法为将投资者使用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公

司简称、公司全称等为关键字的搜索值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该值越大，表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

关注越多，其声誉风险越高。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Controls）为涵盖公司层面和地区层面的一系列变量集，本文对其进行了滞后一

期处理。参考冯晨等（2023a）的研究，公司层面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

力（Roa）、上市年限（Age）、可持续增长率（Growth）、资产周转率（Turnover）、资本密集度

（Tang）、股权制衡度（First）、管理层持股比例（Manshare）、两职合一（Duality），地区层面则选

取经济发展水平（GDP）和人口密度（Popuden），详情见表1。
（四）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②，Diffsub的均值为0.0549，表明样本中每家企业所设立的子公司中

 ①公式中的Size代表企业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Age代表企业经营年度，等于观测年度与企业成立年度的差值。若任一指标存在缺
失，则SA指数计算结果为空值。

 ②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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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有5.49%是低税率异地子公司，其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00、0.9091，说明不同企业设

立的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差异较大。Taxcredit的均值为0.5916，与周美华等（2019）、张志宏

和王艺颖（2023）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均大于0.5，表明中国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获得过A级纳

税信用等级，由此可推测上市公司积极响应纳税信用评级工作并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为本文

的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他变量的统计特征与现有研究基本吻合。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避税 Diffsub 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数量/母公司下属子公司总数

核心解释变量 纳税信用评级 Taxcredit 若上一年度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为A，
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
优惠便利

SA SA融资约束指数的绝对值

Cost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
账款）/期末资产总额

声誉风险 Risk 投资者使用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公司简称、公司全称等为关
键字的搜索值之和加1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期末资产总额
上市年限 Age 公司上市年龄加1的自然对数

可持续增长率 Growth 净资产收益率×收益留存率/（1−净资产收益率×收益留存率）
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主营业务收入/期末资产总额
资本密集度 Tang 固定资产净额/期末资产总额
股权制衡度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管理层持股比例 Manshare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
两职合一 Duality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公司所在省份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人口密度 Popuden 公司所在省份每平方公里人数/1 000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避税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第（1）列为单变量回归检验，未

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变量Taxcredit与变量Diffsub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系数为−0.0456，t值为−11.0101）。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第（2）至（4）列中，逐步加入

了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以

上回归结果中变量Taxcredit的系数虽然较第（1）列有所下降，但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

明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被评定为A级后，其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明显降低，验证

了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假设1得到支持。呈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纳税信用评

级实施守信激励机制，既能够为A级企业提供优惠便利，激励其自觉诚信纳税，又能够提升A级

企业避税的声誉风险，强化其所面临的外部监督，对企业避税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更为重要的

是，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能够长期且稳定地发挥上述治理作用。因此，A级企业的

避税动机弱化，利用省际税率差异进行税收筹划的需求下降，其在低税率地区设立异地子公司

的比例随之减少。

（二）稳健性检验

1.A级纳税信用等级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A级企业之所以较少设立低税
 

2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7卷第1期）



率异地子公司进行避税，可能是因为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税收遵从度，而与纳税信用评级无关。

为了缓解上述问题，进一步检验了企业A级纳税信用等级发生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变化后，

其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的增减变动情况。这一检验方法排除了非A级企业的影响，能够

直接观测到A级企业自身在获得A级纳税信用等级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从而避免了企业税收遵

从度差异对本文研究的干扰。表3列示了企业A级纳税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时间间隔一年和间

隔两年的影响①，可以发现，变量Taxcredit从0变为1（从1变为0）后，变量Diffsub的均值显著下降

（上升），且时间间隔越长，这种趋势越明显。这意味着本文所发现的A级企业减少设立低税率

异地子公司的现象，的确是由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作用所驱动的，而不是因为企业自身税

收遵从度较高。
 
 

表 3    A级纳税信用等级变化的影响

Panel A：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无到有——时间间隔一年

Taxcredit=0 Taxcredit=1 组间差异
变量 N Mean N Mean Mean_Diff T值

Diffsub 1 271 0.0470 1846 0.0378 0.0092** 2.4175
Panel B：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无到有——时间间隔两年

Taxcredit=0 Taxcredit=1 组间差异
变量 N Mean N Mean Mean_Diff T值

Diffsub 1 271 0.0470 3 180 0.0366 0.0104*** 3.1215
Panel C：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有到无——时间间隔一年

Taxcredit=1 Taxcredit=0 组间差异
变量 N Mean N Mean Mean_Diff T值

Diffsub 693 0.0452 581 0.0600 −0.0148** 2.1353
Panel D：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有到无——时间间隔两年

Taxcredit=1 Taxcredit=0 组间差异
变量 N Mean N Mean Mean_Diff T值

Diffsub 693 0.0452 868 0.0660 −0.0208*** 3.1774
 

2.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之所以能够利用省际税率差异进行避税，主要是利用了地区间税收信息共享程度较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Taxcredit −0.0456*** −0.0442*** −0.0048*** −0.0049***

（−11.0101） （−11.6194） （−2.8610） （−2.9212）
Constant 0.0819*** −0.2794*** −0.0898 −0.6603**

（19.5276） （−3.2966） （−0.5963） （−2.0663）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Firm FE No No Yes Yes
Year FE No No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No No No Yes
Industry−Year FE No No No Yes

N 15 667 15 667 15 667 15 667
Adj_R2 0.0288 0.0498 0.7564 0.7608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t值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下同。

 ①“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无到有”的含义为，某公司纳税信用等级从非A级变为A级，即Taxcredit从0变为1；“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无到有——
时间间隔一年”的含义为，某公司纳税信用等级在第t年未被评为A级，而在第t+1年被评为A级；“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无到有——时间间隔两
年”的含义为，某公司纳税信用等级在第t年未被评为A级，而在第t+1年和t+2年被评为A级。企业A级纳税信用等级从有到无的相关含义与以
上表述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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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特点。“金税三期”建立了统一的纳税服务平台，对税收数据实行集中管理（张程睿和陈嘉

滢，2023），疏通了企业信息在各级税务机关间的流转共享渠道，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与业务办

理自动关联，为纳税信用评级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金税三期”可能具有强

化纳税信用评级避税治理效应的作用。借鉴冯晨等（2023c）和赵仁杰等（2023）的研究，构建了

模型（2），并根据“金税三期”实施时间将样本期扩展为2013—2021年。

Di f f subi, j,p,t =β0+β1Goldtaxp,t−1+β2Taxcrediti,t−1+β3Goldtaxp,t−1×Taxcrediti,t−1

+α1Controlst−1+λi+µt +ηp,t +δz,t +εi, j,p,t （2）

其中，i表示集团母公司，j表示异地子公司，p表示所在省份，z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本文选择各

地区“金税三期”单轨上线的节点作为试点时间，将下半年实施的地区视为下一年度开始试点。

为了区分集团母公司和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实施“金税三期”的政策效果，变量Goldtaxp,t-1既可以

表示为母公司所在省是否实施“金税三期”，此时变量Diffsub的含义与前文保持一致；也可以表

示为异地子公司所在省是否实施该工程，此时变量Diffsub则为集团母公司i在异地子公司j所在

p省设立的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若实施了“金税三期”，Goldtax则为1，否则为0。本文主要关

注交互项的系数β3，若显著为负，则说明“金税三期”有助于强化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作用。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在第（1）列和第（4）列中，检验了“金税三期”能否直接影响企业

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可以发现变量Goldtax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单通过改善税
收征管技术难以有效抑制企业利用母子公司税率差异进行避税的活动。其次，第（2）列和第
（5）列中进一步加入了纳税信用评级（Taxcredit），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oldtax的系数仍然不显
著，而变量Taxcredi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获得A级纳税信用等级后，其整体设立的抑
或在各省设立的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比例均有所下降。在此基础上，第（3）列和第（6）列加入了
Goldtax与Taxcredit的交互项，其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均高于基准回归中
变量Taxcredit的系数（系数为−0.0049），表明集团母公司或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实施“金税三
期”，均有助于强化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作用，说明税务机关在提升税收征管技术的同时，
若辅以得当的守信激励机制，能够更高效地治理企业避税。
 
 

表 4    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变量
母公司所在地实施“金税三期” 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实施“金税三期”
（1） （2） （3） （4） （5） （6）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Goldtax −0.0067 −0.0053 0.0025 0.0041 0.0039 0.0158***

（−0.9662） （−0.7641） （0.3511） （1.4111） （1.3466） （3.7032）
Taxcredit −0.0103*** 0.0018 −0.0115*** 0.0025

（−5.4560） （0.7779） （−3.6486） （0.6500）
Goldtax×Taxcredit −0.0185*** −0.0215***

（−5.3115） （−4.2282）
Constant −0.5575 −0.5556 −0.5614 −0.1953 −0.1965 −0.2053

（−1.4376） （−1.4332） （−1.4519） （−0.9343） （−0.9443） （−0.990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8 193 18 193 18 193 99 065 99 065 99 065
Adj_R2 0.7294 0.7301 0.7308 0.3955 0.3956 0.3959

 

此外，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①，以确保多时点双重差分检验的有效性，具体考察了“金

 ①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3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7卷第1期）



税三期”实施前2年、实施当年和实施后5年间的政策效果①。检验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且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3.排除真实投资的影响

企业在低税率地区开展投资活动，兼有避税和真实投资两种目的（马光荣和程小萌，

2022），这可能导致文章核心变量的解释力度被削弱，即以企业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

来测度企业避税的稳健性不足。因此，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探究了纳税信用评级

对低税率异地子公司利润水平以及企业关联交易规模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利润是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若企业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是出于避税目

的，则会将利润从税率较高的母公司转移至税率较低的子公司，以期降低集团整体税负，这一

行为诱发的直接后果是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利润水平明显升高。若如本文所述，纳税信用评级

的确抑制了企业避税，那么企业获得A级纳税信用等级后，其下属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利润水

平会显著下降。为验证上述猜想，本文将探究纳税信用评级（Taxcredit）对低税率异地子公司平

均资产利润率（Subroa）的影响，Subroa以母公司下属所有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净利润总额/资
产总额来衡量。表5第（1）列显示，变量Taxcredi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被评为A级后，将利

润转移至低税率异地子公司进行避税的活动明显减少。
 
 

表 5    排除真实投资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Subroa RPT_total RPT_goods RPT_services
Taxcredit −0.0082* 0.0032 −0.0008** −0.0010**

（−1.8684） （0.6157） （−2.5669） （−2.2468）
Constant −0.5599 4.0170*** −0.0938 0.0196

（−0.8537） （3.5301） （−1.6805） （0.244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2 600 15 459 11 097 9 082
Adj_R2 0.5133 0.4834 0.8085 0.5778

 

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母子公司税率差异进行避税需要依托于实际的经营业务，而关联交易

则是其主要实现途径（Shevlin等，2012）。鉴于此，本文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作用，具体如表5第（2）至（4）列所示，其中RPT_total为企业关联交易总额、RPT_goods代表商品

交易类关联交易总额、RPT_services表示提供或接受劳务类关联交易总额，并使用期末资产总

额对上述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关联交易规模越大。第（2）列中，变量

Taxcredit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对关联交易总体规模没有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并

非所有类别的关联交易都涉及避税。因此，本文进一步关注了避税动机强烈的商品交易类和提

供或接受劳务类关联交易。这是因为，处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与处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开

展商品和劳务交易，是最直接的利润转移活动（冯晨等，2023a），能够将收入归集至低税率子公

司，从而减少企业应纳税额。此外，就交易的频率和重要性而言，商品和劳务往来是关联交易的

主要形式（郑国坚，2009）。由第（3）列和第（4）列可知，Taxcredit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说明企业被评为A级后，较少从事避税动机强烈的关联交易活动。上述结果证明，纳税信用

 ①2013年2月，“金税三期”应用系统在重庆市上线运行，此后分批次在各地区进行试点，于2016年10月完成了在全国各地税务系统中的推
广工作。因此模型（2）所定义的“金税三期”试点时间为2013—2017年，而纳税信用评级的样本时间为2015—2021年，这意味着本文的样本最多
观测到“金税三期”实施前2年纳税信用评级的政策效果（2017－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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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的确抑制了企业出于避税目的而在低税率地区开展的投资活动，真实投资的影响由此被

排除。

4.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的可靠性，还进行了以下五种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均显示研究结

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仍然保持稳健。

（1）配对样本检验。为缓解可观测变量差异的干扰，本文将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

量，进行了配对样本检验。具体而言，首先，选用1:2、1:3、1:4的近邻匹配和核匹配方法对A级企

业和非A级企业进行筛选配对；其次，鉴于倾向得分匹配剔除了无法匹配的样本，可能导致样

本信息存在缺失，进一步选用熵平衡法进行样本配对。

（2）遗漏变量偏误。尽管前文充分考虑了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但仍然可能存

在遗漏变量偏误。因此，参考Oster（2019）和Song等（2023）的研究，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系数稳定

性检验：首先，将δ赋值为−1，Rmax赋值为当前回归拟合优度的1.3倍，若β*＝β*（Rmax，δ）处于估计

系数的95%置信区间内，则通过检验。其次，Rmax采取同样的取值方法，并计算β＝0时δ的取值，

若δ的绝对值大于1，则通过检验。

（3）安慰剂检验。考虑到研究结论可能是由随机性因素所驱动的结果，并不具备实质性意

义，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将A级纳税信用等级随机分配给上市公司，采用模型（1）对新生成

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并将该过程重复500次。

（4）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赵仁杰和周小昶（2022）的研究，以集团母公司与下属子公司平

均税率的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检验。具体估算方法为，首先计算出子公司的平均适用

税率，其次用集团母公司税率与子公司平均税率相减得到母子公司税率差异。

（5）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为尽可能排除同期其他税收征管政策的影响，剔除在样本期内被

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参考张克中等（2020）的做法，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实际税负（ETR）的变量，以控制减税降费政策的干扰，采用企业支

付的各项税费与收到的税费返还之差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 

六、  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理论逻辑可知，一方面，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企业提供了资金和非资金形式的优

惠便利，既能通过融资授信制度为企业运营带来实际资金支持，以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也能

凭借其政府鉴证和背书作用增强外部合作者对企业的信任，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A级企

业为持久获得上述优惠便利，则会主动遵从纳税义务。另一方面，A级企业在获得良好纳税声

誉的同时，也会备受外界关注，这增加了避税引致的声誉风险，从而督促企业规范自身纳税行

为。因此，A级企业之所以减少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以进行避税，可能是因为纳税信用评级

既能够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为企业提供优惠便利，又增加了企业声誉风险。为验证上

述推断，下文将从优惠便利和声誉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影响机制分析。

1.优惠便利

为检验纳税信用评级如何通过为企业提供优惠便利来发挥避税治理效应的问题，参考黎

文靖等（2020）的研究方法，构造了模型（3）和模型（4）进行回归估计。

Di f f subi,t = β0+β1S Ai,t/Costi,t +α1Controlst−1+λi+µt +ηp,t +δz,t +εi,t （3）

 ①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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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f f subi,t =β0+β1Taxcrediti,t−1+β2Taxcrediti,t−1×S Ai,t/Costi,t +β3S Ai,t/Costi,t

+α1Controlst−1+λi+µt +ηp,t +δz,t +εi,t （4）

具体而言，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角度来检验优惠便利所发挥的机制作用。

详细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第（1）（2）列汇报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中

变量S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严峻，越倾向于避税。第（2）列中交互项

Taxcredit×SA与变量Diffsub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纳税信用评级削弱了融资约束与

企业避税之间的敏感性，这意味着其之所以能够抑制避税，是因为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困境。交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6第（3）（4）列，第（3）列显示，企业交易成本

（Cost）越低，其避税程度（Diffsub）越低。第（4）列中交互项Taxcredit×C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纳税信用评级强化了上述关系，即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抑制了企业避税。上述结

果间接验证了优惠便利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
 
 

表 6    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Diffsub
Taxcredit 0.0696*** −0.0049*** −0.0956***

（2.7518） （−2.9497） （−3.4837）
Taxcredit×SA −0.0188***

（−2.9044）
SA 0.0503* 0.0603**

（1.7620） （2.0509）
Taxcredit×Cost 0.0416***

（2.9104）
Cost −0.0323* −0.0531**

（−1.8883） （−2.4293）
Taxcredit×Risk 0.0072***

（3.3584）
Risk −0.0078*** −0.0119***

（−2.9539） （−3.7397）
Constant −1.2121*** −1.2395*** −0.6755** −0.6773** −0.5515* −0.5065

（−2.8353） （−2.8997） （−2.0995） （−2.1104） （−1.7318） （−1.591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 141 15 141 15 667 15 667 15 047 15 047
Adj_R2 0.7588 0.7591 0.7609 0.7613 0.7619 0.7622

 

2.声誉风险

为验证企业声誉风险所发挥的机制作用，构造了模型（5）和模型（6）进行回归检验。

Di f f subi,t = β0+β1Riski,t+α1Controlst−1+λi+µt +ηp,t +δz,t +εi,t （5）

Di f f subi,t =β0+β1Taxcrediti,t−1+β2Taxcrediti,t−1×Riski,t +β3Riski,t+α1Controlst−1

+λi+µt +ηp,t +δz,t +εi,t （6）

表6第（5）列显示，Risk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声誉风险越高，越倾向于降低避税程度。

第（6）列中交互项Taxcredit×Risk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见纳税信用评级强化了声誉风险与企业

避税之间的敏感性，表明其之所以能够发挥避税治理效应，主要机制在于提升了企业声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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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以上检验结果间接证明了声誉风险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性。

（二）异质性分析

前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验证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

制，但未考虑到二者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呈现的差异化特征。下文将从地区、行业和个体三个层

面出发，考察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行业经济地位和企业产品独特性对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避税

间关系的异质性影响，以望为本文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1.地区社会信任程度

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避税治理成效不可

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地区社会信任，通常被视为企业重要的外部非正式制度，深深根植

于地方经济社会之中，对当地企业的税收遵从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Kanagaretnam等，

2018）。因此，地区社会信任与纳税信用评级在企业避税治理方面，很可能形成互为替代的关

系。换言之，地区社会信任程度偏高时，企业更为认可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也愿意遵守税收法

律法规（Winzel，2005），自我约束意识较强，所以纳税信用评级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相较而

言，地区社会信任程度偏低时，企业相对缺乏诚信纳税意识，加之资金供给双方之间可能存在

信任鸿沟（陈富永和周兵，2021），企业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处筹集资金将面临重重困难，因而

更倾向于采取避税策略来应对财务压力。此时，企业内在约束相对薄弱，有效的外部约束便成

为确保企业纳税行为合规性的重要所在。由此可以推断，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低的样本组中，

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更容易得到凸显。

为了验证上述推测，参考李明辉（2019）的做法，构建了地区社会信任变量①，若其值高

（低）于年度样本中位数，则为地区社会信任程度高（低）组。表7第（1）（2）列显示，变量Taxcredit
的系数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组中显著为负，而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高的组中却不再显著。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中，Bdiff值为−0.004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意味着，地区社会

信任程度偏低时，纳税信用评级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地区社会
信任程度低

地区社会
信任程度高

行业经济
地位低

行业经济
地位高

产品独特
性低

产品独特
性高

Taxcredit −0.0073*** −0.0005 −0.0063** −0.0035 −0.0019 −0.0061**

（−3.1605） （−0.1888） （−2.4249） （−1.6317） （−0.8901） （−2.3395）
Constant −0.7632 −0.5461 −0.6997 −0.5111 −0.5647 −0.2563

（−1.3780） （−1.2045） （−1.4701） （−1.1946） （−1.0592） （−0.68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 155 6 887 6 357 9 240 7 497 7 483
Adj_R2 0.7234 0.8287 0.7888 0.7524 0.7985 0.7583
Bdiff −0.0048** −0.0040* 0.0049**

P value 0.0350 0.0670 0.0370
　　注：异质性检验中组间系数差异的Bdiff值和P值是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2 000次）计算得到。
 

 ①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选用“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题项，首先
对该问题回答“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的分别赋值为−2、−1、0、1、2，其次计算出各地区所有回
复者的均值作为该地区社会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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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经济地位

企业面临的外部关注程度会因其所处行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避税

带来的潜在声誉风险。对于行业经济地位高的企业而言，其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度相对较高，通

常会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关注和税务部门的重点监督（刘贯春等，2023）。企业违法违规

活动被公之于众后，将承担较大的税收违法成本和声誉损失，因此税收遵从度相对较高。故而，

是否获得A级纳税信用等级对这类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较小，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作用

难以凸显。相对而言，行业经济地位低的企业受到的外部关注较少，也容易陷入融资困境，利用

避税来增加留存收益和内部现金流的意愿和动机更为强烈。因此，当这类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

被评为A级后，所面临的外部关注度将显著提升，避税引致的声誉风险也随之增加，企业避税

动机被明显削弱。基于此，本文预测企业所处行业经济地位低时，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

应更为明显。

参考Ru（2018）的方法，将各省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行业判定为经济地位高组，其他行业

则为经济地位低组。详细回归结果如表7第（3）（4）列所示，在行业经济地位低的组中，变量

Taxcredi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行业经济地位高的组中并不显著，组间系数差

异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共同验证了上述猜想。

3.企业产品独特性

操纵商品、劳务等关联交易的价格（刘志阔等，2019），是集团公司利用母子公司税率差异

开展避税活动的重要手段。因此，税务机关识别集团公司避税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能否获取企

业与关联方业务相对应的公平交易价格（Cristea和Nguyen，2016）。当企业产品独特性较低时，

税务机关更容易甄别出不合理的关联交易价格，通过强制性税收征管已能够较为有效地抑制

企业避税。相反，当企业产品独特性高时，市场上可能缺乏可比的公平交易价格作为参照，有碍

于税务机关评估关联交易中存在的避税疑点（ De Simone等，2019），因而这类企业往往能够成

功实施避税（McGuire等，2023）。在此情况下，税务稽查、反避税调查等强制性税收征管方式难

免显得力有不逮，其局限性愈发明显，而纳税信用评级这一柔性税收征管方式则能提供有益补

充，通过守信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自觉纳税，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负担。因此，本文预测当企业

产品独特性高时，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更为凸显。

参考Titman和Wessels（1988）的做法，以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产品独特

性，若比值高（低）于年度样本中位数，则判定为产品独特性高（低）组。具体如表7第（5）（6）列所

示，变量Taxcredit和变量Diffsub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只在产品独特性高的样本组中显著，且两组

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断。 

七、  结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企业频繁使用不合理的方式进行避税，给税务机关带来很大困扰。尽管税务机

关已经采取税务稽查、反避税调查等方式进行治理，但是这种强制性税收征管并没有取得良好

的治理成效。近年来，纳税信用评级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的柔性税收征管

方式，其能否有效地发挥避税治理效应值得探究。基于此，本文以企业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

为切入点，尝试检验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当集团母公司纳税信用等级

被评定为A级后，其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比例显著下降，意味着纳税信用评级有效产生了

避税治理效应。（2）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纳税信用评级能够为企业提供优惠便利并提升企业声

誉风险，进而实现避税治理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低、行业经济地位

低和产品独特性高的样本组中，纳税信用评级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更为明显。根据上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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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归纳出三点启示建议。

其一，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规范企业异地投资经营活动，推动资本在地区间合理有序流

动。近年来，企业集团化发展渐成趋势，国内省际贸易关联度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要警惕企

业利用异地子公司进行避税，遏制投机性非生产资本的循环和扩张。因此，政府部门应强化对

企业异地投资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通，

建设公平高效、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其二，对于税务机关而言，一方面，应充分运用柔性税收征管方式，引导企业自觉提升税收

遵从度。税务机关要积极发挥柔性税收征管的正面引导作用，综合运用协商监管、行政指导等

多种方式增强执法柔性，与企业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鼓励企业自觉诚信纳税。另一方面，应加

强对集团公司的反避税管理，与外部监督形成合力。首先，税务机关要依托税收大数据实时跟

踪监管集团公司税务活动，与其他部门形成协同联动响应机制，破除涉税信息共享障碍，封锁

集团公司内部市场中的避税渠道。其次，税务机关应协同外部监督力量，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

公众的信息传播作用，对企业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形成舆论压力。

其三，对于企业而言，应正确处理征纳关系，积极配合税收征管工作。企业不能将税务机关

视为相互对立的博弈方，而应认识到诚信纳税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了解激进避税引发的声誉风

险和监管处罚风险，消除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对抗情绪，与税务机关形成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在日常经营中，企业应恪守税收规范，向税务机关和社会公众传递积极信号，培育良好的纳税

声誉，形成企业独特的战略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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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ax Avoidance Governance Effect of Tax
Credit Ra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ing up

Low-tax-rate Nonlocal Subsidiaries

Zhou Zejiang,  Liu Jin,  Lei Ling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Summary: As a new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 tax credit rating aims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consciously pay taxes honestly through the trustworthy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t is
worth exploring whether it can play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role in tax avoidance.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low-tax-rate nonlocal subsidiar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ax credit
rating can effectively exert the tax avoidance governance effec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at when the tax
credit rating of the parent company of the group is rated as A, the proportion of establishing low-tax-rate
nonlocal subsidiarie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ax credit rating exerts the
tax avoidance governance effect mainly by providing preferential convenience for enterprises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risk.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sample group with low
regional social trust, low industrial economic status, and high product uniqueness, tax credit rating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ax avoidance governance. This paper deepen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ax
credit rating to improv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ax authorities to
carry out targeted anti-tax avoid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for group companies.

Key words:  tax credit rating;  tax avoidance governance;  group companies;  low-tax-rate
nonlocal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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